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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犯矫正与社会复归

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丛　梅

我国犯罪学创立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 ８０年代初，主要目的之
一是为应对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，尤其是日益严重的

青少年犯罪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犯罪治理的时代性社会需要使犯罪学

迅速走上了历史舞台。这与当时中央要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

部门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研究、力争发现青少年违法犯罪的

原因、规律并能为预防犯罪服务的要求密切相关①。以此为契机，

犯罪学步入了创立、发展阶段，经过 ３０年的不懈努力，直至今日
以其相对独立和成熟的学科面貌出现。

在经过了短暂的 “繁荣”阶段后，犯罪学的学科发展遇到了

瓶颈。如何推进犯罪学在本土得到快速发展，将西方犯罪学的合

理成分与我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，增进其对我国本土社会的认识

和在本社会的应用，形成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犯罪学理论和方法

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②，在本土犯罪研究中形成专有的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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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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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范畴、解释框架以及理论体系，科学建构我国犯罪学①等问题，

摆在每一个犯罪学同仁的面前。为此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

是在不盲目推崇西方犯罪学研究热点和不受国内政治方面的影响

同时，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，将传统文化中有关犯罪学的思想与

西方犯罪学理论有机结合，形成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犯罪学理论

和方法体系，以提高我国犯罪学的质量和犯罪学的实证研究

水平。

一、从犯罪学本土化角度分析重新犯罪原因的必要性

从犯罪学对犯罪原因的研究分析看，有两种研究路径，一种是

从个体层面寻找犯罪原因，另一种是从社会层面寻找犯罪原因。德

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 （ＦｒａｎｚＶ
'

Ｌｉｓｚｔ，１８５１－１９１９）在他的犯
罪二元论里指出：“犯罪原因在于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，而其中社

会因素居于主导地位”。② 比如，２０１０年 “南平血案”发生后，国

内又连续出现了多起类似案件，犯罪手段和情节相似，犯罪人多为

“病态人格”和 “社会化的失败者”，这些不禁使人自然会想起社

会学家赖特·米尔斯在 《犯罪学想象力》一书中提出的那个后来

闻名遐迩的观点：社会结构常常是个人麻烦的最后根源。换言之，

接二连三的人遭遇同样的问题，这个人的问题或麻烦从本质上说可

能就具有公共问题的内在涵义③。

由此，对于重新犯罪的研究首先应从其社会结构上去寻找原

因。因为重新犯罪率从八十年代 （１９８２－１９８６年） 平均值
５１９％，上升到 ２００６年的 １４８％，２０年间重新犯罪率增长了

８１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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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８８个百分点①。这已不仅仅是重新犯罪人自身的原因了，在重

新犯罪率上升的背后，有着深刻的社会成因，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

情出发，将本土化与西方犯罪学理论有机结合，才能形成具有本土

化特色的犯罪学理论和研究方法。就以侵财型重新犯罪为例，目前

有关犯罪研究证明，相对剥夺感和无业闲散对该群体的犯罪行为有

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，相对剥夺感加剧了社会失范和社会控制力的

减弱，无业闲散使某些人因生活所迫而铤而走险。而这一切又与当

今社会倡导的 “经济成功”的文化不无关系，在这种炫耀性文化

的影响下，贫困人群想尽快一夜暴富，而富人在这种强调经济成功

和炫耀性消费的社会中挥金如土，但却永远不觉满足。正如默顿的

“失范理论”所描述的现象：那些不能够通过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

段实现 “致富”的文化目标的人，就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。由此

可见，从犯罪学本土化角度出发，分析重新犯罪的社会成因和个体

原因是极为必要的，并且，对合理而科学地解释重新犯罪现象的深

层次原因也不无裨益。

三、重新犯罪的社会成因分析

１社会不正之风
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一方面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

步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

消极方面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人们的思想意识、道

德观念、价值取向等来不及跟上快速发展的经济生活，发生了裂

变，对功利和物欲的觉醒，使得有些人的价值观出现了扭曲。于

是，道德疾病使得社会风气开始衰退，法治的力量势单力孤。社会

上拜金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滋长，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

禁不止， “黄、赌、毒”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，公权力被滥

用，这些问题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，加重了部分人内心的不平衡

９１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① 斯蒂芬·Ｅ·巴坎著，秦晨等译，周晓虹校：《犯罪学：社会学的理解》，上海
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，第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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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和反社会情绪，成为部分人偏离正常道德规范，走上违法犯罪道

路的重要原因

犯罪在给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，也严重地损害了道

德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正如犯罪学家菲利在 《实证派犯罪学》中

讲到，“犯罪的祸患与现代文明的繁荣形成了阴暗和惨痛的对比，

由于生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，人类在 １９世纪取得了战胜死
亡和传染病的重大胜利，但是正当传染病逐渐消失之际，我们却看

到了道德疾病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中大量增加。”① 以腐败犯罪

为例，腐败并非今日始，一个 “知青”要想回城，上大学，一个

普通农民子弟要想当工人， “吃红本粮”，或者当兵，必须通过一

切可能利用的手段 “拉关系”、“走后门”。② 只是随着改革开放和

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，腐败现象不断向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扩散，

金钱、房产、文物等成为权力寻租的交换品。腐败有向制度腐败发

展的趋势。③ 据报道，全国职务犯罪 ２００９年立案数量小幅上升，
大案要案数量增加明显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，２００９年 １－
１１月，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 ３１０９１件、３９８１３人，其中大案
２０４２２件、要案涉及２５４７人。④ 腐败现象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，而
且在社会上起到了消极的、反面的示范作用。

据天津重新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对在押犯重新犯罪人员的调查

结果显示，重新犯罪人员中认为 “我之所以犯罪，受社会上不正

之风的影响最大”的 ２００２年占 ７１９％，２００５年占 ３１１％。此外，
由于 “心理不平衡”、“生活困难解决不了”等原因犯罪的，所占

比重都有上升的趋势，并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

面存在的诸多问题。（见表１）

０２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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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： ２００２、２００５年在押重新犯罪人对致罪因素的认识情况 单位：％

年 度

进步

无人

过问

工作

学习

不顺利

生活困

难解决

不了

特长

得不到

发挥

婚恋

不顺利

家庭

不和睦

学校教

育管理

不当

社会上

的不正

之风

心理

不平衡

其

它

２００２年 ３５ ２０ １０８ ２０ １１ ０４ ０２ ７１９ ７５ ０６

２００５年 ２５ １１ ２６４ ０８ １８ １４ ０８ ３１１ ２９０ ５１

从调查结果中找出重新犯罪的社会成因，并不是为了给犯罪行

为开脱。而是从犯罪学本土化的角度去分析犯罪，对犯罪行为的动

因做出合理而科学的说明。重新犯罪人之所以将实施犯罪的主要原

因归结为 “社会不正之风”，一方面有向社会推卸责任的主观倾

向，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寻租、贪污腐败、公

众人物道德滑坡、拜金主义等等的不正之风，这些不正之风的确在

社会上起到了反面的示范效应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尤其对于思想道

德水平本来就低的刑释人员，误认为某些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就是

整个党的腐败和社会的腐败，甚至极端地认为 “人都是自私的”、

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、“金钱是万能的”。（２００５年有 ６１８％的
重新犯罪人员承认自己犯罪是受来自社会的不正确的金钱观念影

响）

２文化冲突
犯罪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。著名社会学家、犯罪学家严景耀先

生认为：“犯罪不是别的，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，并且因文化的

变化而发生异变。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，也就不懂得犯罪。犯

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”。

以文化冲突为例，文化冲突是文化差异的碰撞，文化冲突来源

于异质文化的存在，不同的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社区及社会集团的

文化有着不同的传统、价值目标、行为规范、支撑文化存在和发展

的社会环境。人们常常视自己的文化系统为优越，视其他文化为异

己。当两种以上的文化系统主动或被动地相互接触，并在接触中产

生竞争、对抗和排斥时，文化冲突就产生了。传统的文化冲突理论

１２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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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，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带来原有主流规范文化的裂变，分化出诸

多亚文化，这些亚文化与犯罪的增加关系密切。①

从我国急剧的社会变迁看，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、本

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共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社会文化

从一元化的形态逐渐转向了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形态。当传统的社会

规范和价值观念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，而新的价值观念及社会

规范又尚未完全确立的时候，社会容易产生文化冲突和主流文化缺

失现象。特别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，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

快，人们的价值观念、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

传统文化遇到了新的挑战，由于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冲突、

社会心理冲突，使得犯罪的社会控制出现弱化。犯罪的种类较改革

开放前有了明显的增多，受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、传统文化相互冲

突的影响，犯罪的社会原因更趋复杂化。

此外，犯罪亚文化还具有蔓延和模仿的功能，许多重新犯罪人

员就承认他们所学到的许多暴力手段和反侦察手段就是从电视、录

像里面学到的。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，外来文化的大量融

入，国内的文化氛围也随之活跃起来，国外大量的不健康的，宣扬

黄色、暴力的文艺作品充斥于我国的文化市场。渲染暴力的网络游

戏、流于低俗的网上聊天等等，使主流文化在思想、道德及行为规

则中的指导作用弱化甚至退却。加之政府有关部门对文化领域建设

的投入乏力，对文化行业管理缺位，大众传媒工具为追逐经济效

益，对能引起轰动的新闻、娱乐产品缺乏控制，在客观上形成了一

股推动非主流文化产品发展传播的力量。一些表现凶杀、色情影视

作品和有害卡通画册、淫秽 “口袋书”充斥我国各地文化市场，

而有的暴力、凶杀影视作品甚至为恶性犯罪展示了直接的范本。不

良文化的传播和扩散，严重腐蚀了人们的心灵，误导了许多人的价

值观和人生观，弱化了法律和道德对人行为的约束和控制。受这些

２２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
① 靳高风：《２００９年中国犯罪形势及刑事政策》，载 《２０１０年中国法治蓝皮书》，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１８３页。



　　成品 １４８ｍｍ／２１０ｍｍ

不良亚文化传播的直接影响，受毒害群体已由成年扩展到未成年，

青少年恶性犯罪则是犯罪亚文化的直接受害者。因为犯罪亚文化较

容易刺激、驱动社会个体的低级需要，使其器官、肉体的欲望无限

发展，使个体的不合理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。美国

犯罪学家沃尔夫冈指出，暴力亚文化是一种习得性的反应，是在社

会环境中被助长和整合成为一种习惯和人格特征的现象。①

社会大环境如果充斥了这样一些不良的污染物，对一个社会犯

罪发生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，犯罪也正是在这样的不良文化土

壤中间逐步孳生并逐步蔓延的。

３贫富差距
贫富不均导致犯罪的产生已是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共识。早在

一百多年前，恩格斯在 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就提到了这个问

题。贫富差距的拉大，促成了社会的不满与紧张，而社会转型期不

健全的制度规范构成了利益分化的无序与不公，放纵了腐败，紧张

化解受阻，淤积的这种能量，便以犯罪和重新犯罪的方式向社会

释放。

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，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改革，
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，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。市

场经济的确大大激活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增强了国力，

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。但市场经济的转型，新旧体

制的交替，暴露出了经济管理模式的不完善和经济立法的滞后。其

中，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刺激重新犯罪率增长。

首先，由于市场经济需要科学合理的竞争机制来保证其有序发

展，因此，公平的竞争机制显得尤为重要。然而，有限的经济资源

以及科学合理竞争机制的缺位，使得竞争无法公平进行。社会财富

的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群体，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表现在现实生

活中，就是公权独享社会资源，一些非公权团体和个人，大肆权力

寻租，大搞权钱交易。一些人因此而一夜暴富，形成富人阶层，而

３２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① 张荆：《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与犯罪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３５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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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富有阶层的财富和收入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受到公众的质

疑。社会成员中的另一部分人，因经济结构调整、经济机制缺陷，

下岗失业，沦为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，他们没有分享或只是分享了

很少的改革成果，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必然引起许多社会成员的

不满，使他们产生巨大的相对被剥夺感。① 无论是城市人口，还是

农村人口，或是为了改善生活，改变命运，去城市淘金的流动人

口。由于没有稳定收入，没有固定住所，生活贫困，生存压力大，

这部分人的内心变得敏感和脆弱，认为社会不公，极易对社会产生

怨恨心理和报复心理。这种对立情绪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极为不稳

定的群体，极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，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

路。特别是有过犯罪经历和刑满释放人员，更容易再次实施犯罪

活动。

其次，社会总财富的分配失衡，也是造成贫富不均的重要原

因。以浙江省的一项调查为例：浙江省的 ＧＤＰ从 １９８１年的 ５３１元
迅速增长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７１２８元；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１９８１
年的５２３元猛增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０５７４元；城乡收入比从 １９８１年的
１８３迅速增长到２００７年的２４９；城市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１年的０１４０
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０３３２；农村基尼系数从 １９８１年的 ０１８９增加到
２００７年的 ０３５４。② 另据 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从 １９９１年到 ２００８
年，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，从 ２４：１
上升到３３：１。③ 伴随着社会财富大量积累，城市内部各阶层收入
差距的扩大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日见突出。无怪乎广

州市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称：“一次分配中，我国百

姓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为１５％，西方国家接近 ３０％。不仅一次分配不

４２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
①

②

③

胡俊青： 《论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原因及防控对策》，载 《经济与社会发展》

２００６年第３期。
陈屹立：《收入不平等、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》，载 《中国刑事法杂志》

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，第１１４页。
黄兴瑞，孔一等：《浙江省刑事犯罪高发的宏观原因实证研究》，载 《犯罪与改

造研究》２００９年第１期，第３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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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，全国的二次分配也不合理。全国教育、科技、社保总的加起

来，占比不到１５％，而香港则在 ３０％以上。我国百姓收入占 ＧＤＰ
比重过低，贫富悬殊很危险”。① 由此可见，初次分配的不合理，

没有在再次分配中加以矫正，相反，再次分配中的城乡收入比、城

市和农村基尼系数有加剧趋势，贫富分化越来越突出。

说到贫富差距必须要提到 “基尼系数”这个概念。 “基尼系

数”是计量贫富差距的统计指标，基尼系数等于零时，说明收入

绝对平均；当基尼系数等于１时，说明收入绝对不平等。根据国际
上多年来测量的数据表明，基尼系数在０２以下，收入分配处于高
度平均状态；基尼系数在 ０２—０３时，为相对平均；基尼系数在
０３—０４时，为中度不平等；基尼系数超过 ０４，不平等程度偏
大。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，中国１９８０年的基尼
系数是０２８，１９９５年是０３８。据京华时报报道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的
基尼系数达到０６１。也就是说，在 １９８０年时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属
于相对平均的状态；而到了 ２０１０年，已经成为收入极为不平等。
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，中国的贫富悬殊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、拉

丁美洲国家外，看起来要比发达国家、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、比东

欧国家要大，这是很惊人的。从动态角度来看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

家在短短的１５年内收入差距从比较平均跨越到极其不平等。根据
权威人士估计，我国 １９９８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０４，即达到偏
大的不平等。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社会一般犯罪和

重新犯罪的增涨，因而值得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４社会歧视
戈夫曼 （Ｇｏｆｆｍａｎ）最早将 “污名与歧视”引入学术研究领

域。根据他所提出的 “污名化”理论，由于刑满释放的重新犯罪

人员所具有的 “受损的身份”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

信誉和社会价值，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———社会歧视和社

会排斥。

５２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① 盛柳刚：《话说收入分配》，载 《南方周末》，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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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满出狱的重新犯罪人员作为社会弱势群体，由于一段时间的

监禁生活，使得他们缺乏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机会和能力，无法

参与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，往往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被边

缘化或隔离，成为孤独、无援的特殊群体。甚至这种排斥和歧视还

来自家庭和亲友，从心理学上来讲，这种排斥和歧视将促使这些人

内心产生自卑和焦虑，而自卑和焦虑会又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极大地

影响，为了释放压力，他们往往会选择破坏性行为或再次的违法犯

罪行为。这一现象我们暂且称之为 “压力理论”。

据天津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①的统计结果显示，２００５年有
５５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表示在他们回归社会后家庭对他们表现出冷
漠、歧视的态度；有２５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表示在他们回归社会后
家庭拒绝收留他们；有 ３４０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表示家庭对他们表
现出放任，甚至纵容的态度，三项合计占４２０％。如图１：

图 １：刑满释放后家庭对重新犯罪人员的态度

除了来自家庭的歧视和冷漠，社会对于刑释人员的反应也具有

歧视。以刑释人员就业安置工作为例，对刑释人员进行合理安置，

使其拥有一份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工作，在现今的社会环境和就业

形势下困难重重。所以，在刑释人员的就业安置上只能采取以自谋

６２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
① 《钟南山称广州负债２１００亿元办亚运》，载 《广州日报》，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３日。



　　成品 １４８ｍｍ／２１０ｍｍ

职业为主，安置就业为辅的办法，实行自然就业安置。这种情况造

成不少刑释人员生活困难 （出狱后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压力所迫

重新犯罪的占２９６％），萌生了重操旧业的思想，间接地诱发了重
新犯罪。①

在对刑释人员的社会歧视研究中，可以引用犯罪学的 “社会

反应理论”和 “标签理论”进行解释。美国犯罪学家利默特 （Ｅｄ
ｗｉｎＬｅｍｅｒｔ）的 “标签理论”认为 “应当区分初次越轨和继发越轨

两类越轨行为。初次越轨行为是既没被发现，也没有受到惩罚的越

轨行为，它对行为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继发越轨行为是指一个人

的越轨行为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，他们给越轨者贴上了否定性的

标签，然后这个初次被贴上越轨标签的人，（即被司法机关判刑的

犯罪人）将按照越轨的角色重新构建其行为和个性，从事更为严

重的越轨行为”。② 重新犯罪人之所以重新犯罪与被贴上犯罪的标

签有很大关系，这种标签反映了社会对这些人的排斥和歧视。这种

歧视隔离了刑释人员与社会之间的正常互动，阻碍了他们重新融入

社会，成为一个守法公民。

５不良交往
所谓不良交往是人们所进行的可能妨害其身心健康发展的交往

活动。中国有句谚语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与罪犯交往者可能成为

一名罪犯。重新犯罪人员的不良交往主要指与有犯罪经历的人的交

往。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 （ＥｄｗｉｎＨａｒｄｉｎ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，１８８３－１９５０）
的 “差异交往理论”认为，犯罪行为是经过社会互动学习得来的。

犯罪行为的学习主要发生在个人的紧密的群体中。一个人之所以成

７２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①

②

本资料来自 “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”，该调查自 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５年历时
十余年，调查对象累计２万余名，调查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、天津市社会治
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监狱局联合进行的。笔者参与了调查的具体实施和数

据库的建立工作。文中除特别注明出处的均出自该数据库。

广东监狱课题组：《对２５０名重新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报告》，载 《犯罪与改造

研究》２００９年第８期，第１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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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罪犯，是因为他所接触的赞同违法的定义超过了反对违法的定

义。① 刑释人员重新犯罪前后的人际交往，往往局限在与其犯罪密

切相关的不良群体内，因为在这样的群体内他们的挫折感和失落感

可以找到寄托；原有的消极思想因受群体文化的感染而得到进一步

巩固；不良需求因受群体的激发而急剧扩张；犯罪动机因受群体的

鼓励而更加坚定；犯罪行为因得到群体的支持而更加猖狂。因此，

不良的人际交往对他们重新犯罪起到催化的作用。

据天津重新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的统计结果显示，２００５年有
１１９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重新犯罪主要是受 “不良

交往观念”的影响；有 １１５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重
新犯罪是为了朋友；有高达 ８７５％的重新犯罪人员认为他们重新
犯罪主要是受 “其他朋友”的影响。广州监狱课题组对 ２５０名重
新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同样显示，有 １４％的罪犯出狱后是受了其
他刑释人员的影响而再次犯罪的；还有 ２１６％的罪犯是受原来不
良朋友影响而重新犯罪的。②

６帮教安置困难
行刑改造中，安置帮教是狱外执行的关键，对刑满释放人员进

行就业安置是预防重新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。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安

置帮教工作，建国初期，采取 “多留少放”的办法，将刑释人员

留厂 （场）就业安置，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社会压力。这种安置形

式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初。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，国有和集
体单位的职工逐渐饱和，加上子弟就业困难，大多顶替父母进入单

位工作，由劳改机关就地集中安置的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取消了。

特别是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，许多单位经济效益滑坡，停工转
产，甚至倒闭，就业不再依靠国家安排，而是主要依靠市场需求来

８２２ 犯罪学论丛 （第十卷）

①

②

张小虎：《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原因探析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，
第１２６页。

张小虎：《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原因探析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，
第１２４页。



　　成品 １４８ｍｍ／２１０ｍｍ

调节，刑释人员就只能自谋出路了。

虽然在中央综治委的领导下，各地政府都成立了安置帮教工

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工作主要由司法系统负责，落实到最基层就是

要求每个县 （区）的司法局设立安置帮教工作办公室，同时要求

公安局 （派出所）、乡 （镇）、街道、社区 （村委会）以及工商、

税务、劳动、民政、共青团、妇联等部门也要协调安置帮教工

作。表面上看，在 “齐抓共管”，实际上由于职能笼统，责任划

分不明确，导致大家 “都在管，都不管”，安置帮教工作已经

虚化。①

由于就业安置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，部分刑释解教人员在回

归社会后，既没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，又缺乏社会组织的有效管

理和帮助，重新融入社会就成为一大现实问题。此外，有些刑释人

员思想深处仍然存在好逸恶劳、不劳而获的想法，不愿付出辛苦和

努力，这大大降低了他们通过合法途径找到工作的可能性。据调

查，６４２％的重新犯罪罪犯没有稳定的收入，７８４％的重新犯罪罪

犯没有工作或工作不稳定。其没有工作的具体原因主要有：认为

“政府一直没有为我安排过工作”的重新犯罪罪犯占 ５６２％；“政

府安排过工作，我觉得不好，辞职不干了”的比例占 ８％；“政府

安排过工作，由于我自己的原因被单位开除、辞退”的比例占

８１％；“我想自己找工作，但一直没有找到”的比例占 ２１４％；

“我没有技术特长，找工作很困难”的比例占 ２２４％。这组数据表

明，刑满释放人员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经济来源，既有社会的

原因，也有自身的原因，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

入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而 “无所事事是犯罪的温床”② 在找不到工

９２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
①

②

广东监狱课题组：《对２５０名重新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报告》，载 《犯罪与改造

研究》２００９年第８期，第１６页。
路永泉，赵军：《生存问题是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最直接原因》，载 《中国

监狱学刊》２００７年第５期，第６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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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又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，他们很可能重操旧业，寻找非法渠道

来维持生活，从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。

四、重新犯罪的个体原因分析

１初次犯罪时年龄越小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越大

众所周知，重新犯罪犯罪具有极高的社会危害性，那么，是什

么原因使得犯罪个体不断地实施犯罪行为呢？他们的犯罪生涯是怎

样？在这方面，从现有文献来看，阿道夫·凯特勒是对犯罪主体开

展生命周期研究的先驱。他在 １８３１年的著作中，论证了男性和女

性犯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。① 生命历程理论针对个体在

整个生命过程中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和变迁进行研究，而不仅是研究

幼儿和青少年时期个体间犯罪行为的差别。日本的犯罪学家菊田幸

一在 《犯罪学》一书 （群众出版社，１９８９年第 ３４页）中对年龄

与犯罪作了专门的研究，他认为：随着年龄的差别，犯罪的内容也

往往不同。

犯罪学长期以来的大量研究结果认为，年龄与犯罪之间存在着

一定的关系，年龄是影响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而笔者想在此基础

上，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年龄是影响重新犯罪的主要因素，年龄与重

新犯罪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。据天津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的统计结

果显示，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全部犯罪人中初犯和重犯犯罪高峰年龄

不同，重新犯罪率相对较高的年龄段集中在 ２６岁至 ５０岁的中年

组，其中２６岁至３５岁之间的青中年重新犯罪率最高。而初犯犯罪

高峰期的年龄分布不规律，２５岁以下的青少年所占比重最高的为

１９９０、１９９３、１９９６和 ２００５年。而 １９９９和 ２００２年中年组的犯罪率

反而高于青少年组。见表１和表２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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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： １９９０—２００５年重新犯罪人年龄分布情况 单位：％

年 度 青少年 中　年 老　年 合　计

１９９０年 ４２１ ５４９ ３０ １００

１９９３年 ３５１ ６１１ ３８ １００

１９９６年 ２９４ ６８９ １７ １００

１９９９年 ２０９ ７６３ ２８ １００

２００２年 ２３５ ７４１ ２４ １００

２００５年 ３７７ ６０５ １８ １００

表 ２： １９９０—２００５年初犯年龄分布情况 单位：％

年 度 青少年 中　年 老　年 合　计

１９９０年 ６６９ ３１１ ２０ １００

１９９３年 ５９５ ３８８ １７ １００

１９９６年 ５５４ ４２８ １８ １００

１９９９年 ４４０ ５３７ ２３ １００

２００２年 ３８２ ５９５ ２３ １００

２００５年 ５０６ ４６３ ３１ １００

表１和表２对比结果显示，年龄在２６至５０岁之间的中年重新
犯罪人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５４９％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６０５％。上升了 ５６
个百分点。青少年重新犯罪人比重略有下降，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４２１％
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７７％，下降了 ４４个百分点。重新犯罪高发年
龄段不是青少年，２６岁至 ５０岁的成年人成为重新犯罪的主体人
群。其中，犯罪高发年龄段集中在２６至３５岁之间，达到一个峰值
后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犯罪在逐步减少，犯罪能力不断下降，到了

老年基本在３％左右波动。而初犯群体年龄分布规律没有重新犯罪
群体那么明显，１９９０、１９９３、１９９６和 ２００５年青少年组的犯罪率高
于中年组，而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２年中年组的犯罪率反而高于青少年组。

１３２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之重新犯罪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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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天津犯罪调查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曾对在押的 ２２０９名累
犯进行的调查发现，２５岁以下的罪犯占总数的 １８１％，２５岁至 ５０
岁的罪犯占７７５％；上海市五年调查，重新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
共有１３７９人，其中，年龄在２６岁至３５岁的占５１２％，３６岁至４５
岁的占９５％，二项合计占 ６０７％。① 三个直辖市重新犯罪调查结
果的契合，共同说明重新犯罪的高发年龄段集中在中年组，而初犯

年龄分布规律不明显，总体上看 ２５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所占比重较
中年组略多。

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，重新犯罪高发年龄之所以集中在 ２６
岁至３５岁之间，是因为他们初次犯罪时年龄较小，大多是２５岁以
下的青少年。由于他们刑满释放时没改造彻底，缺乏悔罪心理，重

返社会后又没有工作、没有正当收入、没有生活技能，再次犯罪的

可能非常大，并且犯罪生涯有可能是漫长的。正如：一个人在 １４
岁时犯罪并被判刑５年，和其在 ３０岁时犯罪并被判刑 ５年，影响
会截然不同。对１４岁少年而言，他的接受教育、学习工作和社会
技能，以及正常社会化的进程被打断。当他刑满释放后，由于缺乏

教育和社会技能，他在社会中依靠合法方式生活的机会将大为减

少，而成为职业罪犯的可能性大为增加。而对于 ３０岁的成年人而
言，由于其社会化、教育和学习生活技能的过程已经完成，５年的
监禁生活在其一生中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坎坷。② 因此，年龄显然对

犯罪频率及再次犯罪有着一定的影响，年龄与重新犯罪之间具有正

相关关系。今天的青少年犯罪人，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成年重新犯

罪人。

２不良家庭教育的影响
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小社会，他们在家庭中学习最初的与

他人一起生活的经验，为以后的发展和活动奠定基础。在这个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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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父母是他们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。正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

出的那样，一个人的犯罪行为 （特别是攻击行为）不是与生俱来

的，而是后天习得的结果，观察学习是犯罪心理产生的最重要来

源。这一理论强调父母作为未成年人距离最近的 “亲密者”，其不

良行为自然是 “儿童最经常最活跃的范例”①。Ｌｏｅｂｅｒ等人曾对 ３３
个追踪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后发现，婚姻冲突和父母的犯罪行为对青

少年犯罪有中度的预测力②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精神病学家、犯罪心

理学家戴维·亚伯拉罕森也指出：“家庭紧张是犯罪行为的基本原

因。”③。他经过一项为期４年的调查发现：在那些产生犯罪人的家
庭中的家庭成员之间，存在着比非犯罪少年家庭普遍得多的不健康

的情绪气氛，也就是家庭紧张。这种家庭紧张主要表现为敌意、憎

恨、怨气、不停的责骂、争吵或者身体障碍，它们在儿童和父母中

引起情绪障碍④。而这种情绪障碍对青少年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都

会产生影响。

同样，我国大量犯罪学研究也证明，来自家庭的不良教育对青

少年违法犯罪是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。孙雄早在其 《犯罪学研究》

中就指出：“其有父母品行不良，或有酒癖及其他嗜好，或职业卑

贱，或缺乏教育，或交友非善类，于是父母之言语动作，随时随

地，足予子女一切不良之暗示。自幼既养成恶劣之习惯，长成以

后，则难以挽回。”⑤ 在一个家庭中，家庭成员之间紧张的关系、

粗暴的语言、不道德的行为等都会形成不良信息源，这些不良信息

源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孩子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反复刺激。而儿童

如果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家庭关系中，日积月累地接受不良信息刺

激，必然会受到影响，并在日后产生不良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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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曹立群，任昕主编：《犯罪学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，第４７页。
吴宗宪：《西方犯罪学史》，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６５８页。
邹泓等：《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进展》，载 《心理发展与教育》

２００５年第３期，第１２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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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人在社会化过程中，心理机制之一就是所谓的 “认同

作用”，而这种 “认同”首先是在子女与父母双方的相互关系中起

作用的，即孩子模仿成年人的言谈举止，并把他们的行为奉为楷

模。一个家庭如果父母和谐、长幼有序、互敬互爱，那么这种良好

的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会被孩子一点一滴地接受下来，并潜移默化地

成为他们的道德观念。反之，家庭伦理道德沦丧，亲情泯灭，人性

堕落，就会对子女产生消极影响①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研究指出，家庭内部矛盾重重比单亲家庭对孩

子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大②；无法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是青少年选

择网络的主要原因③。总之，来自家庭的不良教育对青少年的反社

会行为和犯罪行为是存在相互作用的，是造成青少年犯罪以及重新

犯罪的重要的影响性因素。

３消极心理特征
（１）犯罪目的明确，犯罪思想顽固。犯罪思想是促使行为人

实施反社会性活动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的总和；是罪犯对于自

己社会生活过程和条件在观念上的能动反映；是罪犯独特的生活经

历、社会地位及其独特的实践的反映和产物，它主要表现为与意识

形态相联系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和法律观等。部分刑释人员

之所以重新犯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犯罪思想作祟。其表现主要有：

第一，享乐主义、拜金主义与好逸恶劳思想严重。调查发现，有

６４８％的重新犯罪人认为自己犯罪是受 “拜金主义”思想侵蚀，

贪图享受而又好逸恶劳，只想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不义之财，从

来不想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。第二，多数重新犯罪人思想深处

没有对刑罚的畏惧感。据调查有 ７２％的重新犯罪人表示 “在此次

犯罪前没有想过会被处罚”，较初犯高２０５％。持 “想过，但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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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孙雄著，谭淼勘校：《犯罪学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，第５２页。
丛梅：《重新犯罪实证研究》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，第１７１页。
邹泓等：《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进展》，载 《心理发展与教育》

２００５年第３期，第１２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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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到这么重”的占 ２３％，两者相加高达 ９５％，这说明在重新犯罪
人的主观思想上，犯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在多次受到法律制裁

后，与刑罚公然对抗的意识强烈，更无从谈起从内心深处悔改

转化。

（２）反社会心理及侥幸心理强烈。反社会心理是重新犯罪分
子对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、法律、道德等的一种逆反心理状态。这

种反社会心理是导致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以抢劫罪

为例，１９９６年犯抢劫罪的重新犯罪人占 ９４％，２００２年占 １５６％，
到２００５年增长到 ２１７％，从 １９９６年到 ２００５年十年间抢劫罪的不
断升高，一方面说明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，犯罪手段更加残

忍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犯罪人有着强烈的报复社会心理，严重的

“被剥夺感”以及心理失衡，促使他们不断以暴力犯罪手段掠夺和

非法侵占他人合法财物，来满足自己非法的个人目的。

此外，重新犯罪人区别于初犯的最显著心理特点是具有强烈的

蔑视法律心理和侥幸逃脱法律制裁心理。据对 “你想过刑罚处罚，

为什么还犯罪”这一指标的调查，认为 “抓不住自己”的重新犯

罪人１９９６年、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分别在各选项中位居第一和第二，
为２５５３％、６５１９％和３２２８％。如果是初次违法犯罪可以借口不
懂法律，而重新犯罪再借口不懂法律，就显得牵强了，其实质是对

法律的藐视和规避刑罚的侥幸心理在作怪。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始

终认为：一是如果案前准备充分，作案时没有留下物证，案发后未

必能够侦破；二是社会治安防范功能弱化，警力有限，既易于得

手，又有可能不被发现；三是 “两劳”人员在劳改、劳教时，因

相互传习犯罪手段，犯罪技能得到提高，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一种作

案容易成功的心理定势，侥幸心理得到强化，再次实施犯罪的目的

和决心也不断得到强化，于是，就出现了犯罪———判刑———再犯

罪———再判刑的自我毁灭道路沉沦。

（３）心理问题突出，缺乏应有的道德感和做人的良心。随着
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，生活变得

越来越丰富多彩，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空虚和贫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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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心理问题日益增多。尤其是重新犯罪人心理问题更加突出，出

现心理扭曲，人格变异的现象，在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均发现重

新犯罪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报复社会心理、极度自卑心理、经济补偿

心理以及逃避法律惩处的侥幸心理。据北京市监狱局 ２００４年底对
在押重新犯罪人的一项调查结果反映，有 ６５％以上的重新犯罪人
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，认为犯了罪就有了洗刷不掉的污点，这辈子

算完了。有２７１％的重新犯罪人属于 “偏执型人格障碍”，他们固

执、多疑、心胸狭隘、好嫉妒。有 １６６％的重新犯罪人属于 “反

社会型人格障碍”，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，没有后悔心和内疚感，

没有做人的良心，极端自私，自我中心达到病态程度，只要是对个

人不利就会想方设法实行报复，在他们内心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和做

人的良心。因此，“缺德”是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。

犯罪学本土化是我国犯罪学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正是基于犯罪学

本土化的研究思想，以天津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为实证研究基础，

结合我国具体国情，分析了重新犯罪的社会成因和个体原因，证实

了社会不正之风、文化冲突、贫富差距、社会歧视、不良交往、帮

教安置困难、不良家庭教育及不良心理等是导致刑释解教人员重新

犯罪的主要原因。同时，验证了默顿的 “失范理论”、萨瑟兰的

“差异交往理论”、利默特的 “标签理论”和阿道夫·凯特勒的

“生命历程理论”等，这对合理而科学地解释当今社会重新犯罪现

象的原因不无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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